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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珠江口伶仃洋砷污染状况，分别于 2010年 12月和 2020年 12月在该海域布点取样，样

点布设位置和数量基本一致. 2010年仅采集了表层沉积物样品，2020年采集了表层沉积物和水体样品，

分别使用原子荧光法和 ICP-MS法测试了水体和沉积物砷含量. 结果显示，2020年时伶仃洋水体中溶解

态的砷含量在 2 μg·L−1 左右，空间差异性小，与 1976年以来的其他调查结果相近，指示该海域的水体砷

含量在近 40余年间未发生明显变化 . 2020年时表层沉积物砷平均含量为 52. 98 mg·kg−1，较 2010年时

（平均 25.40 mg·kg−1）增加了 1倍；空间分布上，由 2010年时总体上从口门水道向外海方向递减的特征

变为了 2020年时的由近岸向远岸方向递增的特点. 综合分析认为，近 10年间，除来自陆域的砷输入总

量依然较大之外，持续加剧的海上人类活动可能向水中排放了更多的含砷污染物，加上人类活动的强烈

扰动及水环境变化（如持续富营养化）导致的底泥中的砷释放和再沉淀作用等，共同导致了砷在沉积物

表层的进一步富集和在空间上的重新分配. 总之，珠江口伶仃洋区域砷污染的潜在风险依然较为严峻，

后期仍需加强监测和修复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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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ecember 2010 and December 2020, samples were taken in the Lingding Bay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to  investigate  its  arsenic  pollution change.  These  samplings  were  of  nearly  the
same locations and quantities. Only surface sedimen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2010, while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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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 and wate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2020. The arsenic contents of the water samples and all
sediment  samples  were  measured  by  using  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AFS)  and  ICP-M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solved arsenic content in the water of Lingding Bay was
about  2  μg·L−1  with  no  significant  deference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which  was  similar  to
previous results  since 1976,  indicating that  the arsenic content  in the water  of  this  sea area has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The  mean  arsenic  content  of  surface  sediment  was
52.98  mg·kg−1  in  2020,  which  is  twice  as  that  in  2010  (25.40  mg·kg−1  on  average).  In  2010,  the
arsenic content of surface sediment decreased gradually from the watercourses to the open sea, whil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ediments  arsenic  content  in  2020  was  almost  opposite  to
that in 2010. Afte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se changes
in arsenic content of surface sediment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were as follows: 1) The total amount
of arsenic input from land areas was still large, 2) increased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water input more
arsenic  containing  pollutants  into  the  water,  3)  The  intense  disturbance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changes  of  water  environment  had  led  to  the  release  and  transfer  of  arsenic  in  the  sediment  to  the
surface.  In  general,  the  potential  risk  of  arsenic  pollution  in  the  Lingding  Bay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was  still  severe.  Further  monitoring  and  remediation  work  should  be  enhanced  in  the  later
stage.
Keywords　Lingding Bay，water，surface sediment，arsenic pollution，spatio-temporal change.

  

砷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剧毒类金属，具有生物累积性和不可降解性，可通过水、大气和食物等途

径进入人体并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1 − 4]，目前已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等列为一类致癌物. 砷的来源主要

包括岩石的自然风化和人类生产和生活产生的含砷废弃物[5]，环境砷污染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

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而呈加剧趋势[6]，特别是在人口密集、人类活动强烈的沿海地区. 含砷物质通过径流

输送、直接排放、大气沉降等多种方式源源不断进入河口区域，其中的砷及砷化物可在水生生物体内

积累，干扰其新陈代谢，甚至对生物群落结构产生影响，导致生态系统失衡[3,7]，并可能经由食物链对人

类健康产生潜在威胁. 进入水体中的砷等化学物质大部分会通过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途径迅速由水

相转入固相并最终进入沉积物中累积，使得河口和近岸区域沉积物成为污染物的主要存储库[8]. 另一

方面，当水体环境发生变化时，沉积物结合的砷还可通过化学和生物循环再次回到水中，导致水体二次

砷污染[9 − 10]. 因此，沉积物既是水体污染物的汇，又是水体污染物的源，其质量状况直接关系到水质的

优劣.
珠江口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部位，也是我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入海河口之一，其中也包括重

金属污染. 砷虽不是金属，但因其毒性与重金属相近，因而在环境重金属污染研究中，也常把砷计入其

中. 但通过查阅近 40 年来的调查数据发现，关于珠江口海域砷的监测数据相对其他重金属依然少得

多，且由于不同时期的调查工作覆盖范围有差异，布设样点的位置、疏密程度、采用的测试分析方法等

不同，使得关于珠江口表层沉积物砷含量的统计结果差异颇大[11 − 17]，可比性差，不利于区域环境演化

趋势分析.
伶仃洋是珠江口各种污染物含量最高的海区[11]. 本项工作即选取珠江口伶仃洋为研究区域，分析

其表层沉积物和水体中砷含量的时空变化特征，以期为区域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提供基础依据.

 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研究区概况

珠江口由虎门等八大口门构成，是珠江水系穿越珠江三角洲平原后汇入南海的入海口（图 1）. 珠
江水系由西江、北江、东江等组成，流经滇、黔、桂、粤、湘、赣等多个省份，水系携带流域的碎屑物质

至下游冲积平原区发生沉积. 珠江上游来沙的 80% 沉积在珠江口，而其中的 60% 以上又沉积在由东四

3342 环　　境　　化　　学 42 卷



口门（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水道构成的伶仃洋[18]. 珠江水系主干河流在珠江三角洲平原内逐级分

叉，相互沟通，形成密集河网，入海河口则是整个河网的汇，因此，来自三角洲城市群人为排放的污染

物质也在河口区域发生汇聚. 而海陆交互作用的水文条件，又使河口区产生着比海洋更为剧烈的物

理、化学和生物作用，由此所出现的吸附、絮凝和沉淀作用又特别有利于化学物质在该区域大量富

集 [8]. 因此，伶仃洋海区接纳了珠江上游来砂中的大部分，构成该河口湾的四大口门又连接广州、佛

山、中山、东莞等工业密集城市，直接受纳的污染物量巨大，因而环境问题相对更为严峻. 

 
 

图 1    珠江口伶仃洋地理位置及采样站点分布图
（底图引自文献 [19]；钻孔资料参考文献 [20]）

Fig.1    Location of Lingding Bay in Pearl River Estuary and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sites
（Base map from the reference[19]；Borehole data from the reference [20] ） 

 

1.2    采样与分析

以珠江口伶仃洋海域为研究区，分别于 2010 年 12 月和 2020 年 12 月在该区域开展了野外调查取

样工作，其中，2010 年布设了 28 个站点，2020 年布设了 26 个站点，两次布设站点的位置基本相同（仅

个别有调整）（图 1）. 调查中均使用抓斗式重力采泥器采集了表层沉积物样品，现场装入聚乙烯袋中密

封，室内冷冻保存. 每个沉积物样品取 100 g 左右，经过冷冻干燥、去除砂砾和贝屑、用玛瑙研钵研磨

至 200 目等前处理后，称取其中的 0.50 g 左右置于聚四氟乙烯坩埚中，经盐酸+硝酸+氢氟酸+高氯酸消

解，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测试了其中砷等化学元素的含量. 2010 年采集的样品于

2013 年 12 月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完成分析测试工作，使用仪器为美国 PE 公司 ELAN 9000 型质

谱仪；2020 年的样品于当年 12 月下旬在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完成分析测试工作，使用仪器为德国

耶拿 Plasma Quant MS 型质谱仪，测试过程中均使用了标样、平行样及空白样进行质量监控.
另外，2020 年新增了水样采集工作，取水深度为 0—0.5 m，每个站点取水 5 L，分装于无菌水样袋

保存. 现场使用多参数水质仪（美国，HACH-HQ40D）测定了水样的酸碱度（pH）和盐度（Practical salinity
units，PSU）；使用抽滤器配合 0.45 μｍ 微孔滤膜（Whatman 公司）过滤分离水体与悬浮颗粒物，收集滤

液 并 取 其 中 200  mL 装 聚 乙 烯 瓶 用 于 砷 等 元 素 含 量 分 析 . 水 样 砷 含 量 测 试 参 考 行 业 标 准 《HJ
694—2014 水质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原子荧光法》的方法，于 2020 年 12 月下旬在中国广州分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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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完成，测试仪器为 AFS-9780 型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砷检出限为 0.30 μg·L−1，过程中均使用标样、

平行样及空白样进行质量监控.
 1.3    评价方法

 1.3.1    富集系数法

采用 Zoller 等提出的富集系数（Enrichment factor，EF）法[21] 判断砷富集程度，评价人为活动对表层

沉积物中砷累积的影响程度，公式如下：

EFi =

(
Ci

Cn

)
样品

/( Ci

Cn

)
背景

式中，EFi 为元素富集系数，Ci 为实测元素含量，Cn 为参比元素含量. 本研究采用图 1 所示钻孔中第四

纪沉积物砷平均含量（8.17 mg·kg−1）作为砷背景值[20]；选取保守元素 Al 做为参比元素，其在珠江三角洲

第四纪沉积物中的背景含量为 69617.65 mg·kg−1 [22].
 1.3.2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

采用瑞典科学家 Hakanson[23] 提出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污染的潜在生态

危害进行评估，公式如下：

Ei
r = Ti×

Ci

C0

Ei
r Ci C0

Ti

式中， 为潜在生态危害系数， 和 分别为元素含量实测值和参比值（采用珠江三角洲第四纪沉积物

砷含量均值 8.17 mg·kg−1 [20]）； 为毒性响应系数，本文参考 Hakanson[23] 和徐争启等 [24] 的计算结果，砷

的毒性系数取值 10.

 2    结果与讨论 （R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伶仃洋水体盐度及酸碱度

2020 年 12 月的伶仃洋水体盐度和酸碱度测试结果显示，其时该水域表层水的盐度和 pH 值分别

为 0.32—28.90‰（平均 13.84‰）和 7.60—8.03（平均 7.87），二者在空间上均呈现了从口门向外海方向

递增的特点.
 2.2    伶仃洋水体砷含量及其时空变化特征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标 准 HJ  694—2014， 水 中 溶 解 态 砷 ， 指 未 经 酸 化 的 样 品 经

0.45 μｍ孔径滤膜过滤后所测定的砷的含量；总砷指未经过滤的样品经消解后所测得的砷的含量. 测
得 2020 年 12 月时伶仃洋水体溶解态砷含量为 1.60—2.50 μg·L−1（平均 2.10 μg·L−1），变异系数为 0.10，

空间差异性小，且与水体的盐度及酸碱度无明显相关性. 这与贾钧博等[25] 测得的 2019 年 12 月时伶仃

洋四大口门表层水溶解态砷含量（1.80—2.40 μg·L−1，平均 2.00 μg·L−1）非常接近. 此外，杜韶娴[26] 测得

2011 年珠江口八大口门水体样品的总砷含量为 1.0—4.0 μg·L−1；张亚南等[27] 测得 2006—2007 年珠江

口及其附近海域水体总砷含量为 0.90—4.40 μg·L−1，平均约 2.00 μg·L−1；张银英等[28] 测得 1992 年 11 月

时珠江口近岸水体总砷平均含量为 2.30 μg·L−1；20 世纪 70 年代开展的珠江口大面积基线污染调查结

果显示，1976—1978 年珠江口水体的总砷含量为 0.40—4.50 μg·L−1，从河口、沿岸往外海，水体砷浓度

无明显梯度变化[29]. 通常，水体的总砷含量高于溶解态砷含量，因此，通过以上对比可见，珠江口水体砷

平均含量在过去的 40 多年间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甚至接近于世界未污染海水中总砷的平均含量（一般

介于 1.00—2.00 μg·L−1）[30]，这可能与珠江水系径流量大，河口海域开阔，潮流显著，水体交换频繁，对

陆源污染物有较强的稀释和自净能力有关[29]. 关于珠江口咸淡水交汇区水体中砷的自净规律试验结果

也证实，砷污染物进入水体后，基本可以在 1 d 内完成大部分自净作用，特别是在最开始的 6 h 自净作

用速度最快，且动态条件比静态条件更有利于水中砷的自净[28]. 因此，进入水体中的砷大部分通过各种

物理、化学和生物途径迅速由水相转入固相（悬浮颗粒物和沉积物）并最终进入到沉积物中累积.
 2.3    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含量及其时空变化特征

分析结果显示，2020 年 12 月采集的伶仃洋表层沉积物样品中砷含量范围为 19.20—89.90 mg·k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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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含量为 52.98 mg·kg−1，较 2010 年时（7.00—47.30 mg·kg−1，平均 25.40 mg·kg−1）增加了 1 倍. 依据中

国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GB 18668—2002，沉积物砷的质量标准为：一类≤20 mg·kg−1，二类≤65 mg·kg−1，
三类≤93 mg·kg−1. 按砷质量标准划分，伶仃洋水域表层沉积物在 2010 年时，82.1% 为二类，17.9% 为一

类；2020 年时，30.8% 为三类，61.5% 为二类，7.7% 为一类.
变异系数可以较好地反映数据的空间分布情况. 计算得到 2010 年时砷含量的变异系数为 0.35，

2020 年时为 0.38，均表现为中等变异，即，以上两个时段的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含量空间差异性都较

为显著. 但在分布规律上又有明显不同（图 2），2010 年时沉积物砷含量大致呈现从口门、近岸区域向

河口下游和远岸方向递减的特征，2020 年时则表现为与 10 年前基本相反的趋势，沉积物砷含量由近

岸区域向远岸方向递增，与其上部水体的盐度及酸碱度的空间变化趋势相似.
 
 

图 2    2010 与 2020 年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含量及潜在生态危害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arsenic content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Lingding Bay in 2010 and 2020 

 

虽然关于珠江口沉积物污染的调查研究工作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已陆续开展了很多，但如上文

所述，不同时期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覆盖范围、取样情况、分析测试手段等方面差异显著. 例如，温

伟英与何悦强 1981 年开展的调查工作中，表层沉积物取样深度为 0—30 cm，采用 Ag-DDC 比色法测得

珠江口（涵盖八大口门）45 个沉积物样的砷含量范围为 3.00—27.34 mg·kg−1，平均 16.67 mg·kg−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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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刘芳文等开展的伶仃洋沉积物调查中，首先使用重力采样器获取柱状样品，再取沉积物柱样顶

部 的 0—5  cm 作 为 表 层 样 ， 采 用 原 子 吸 收 法 和 比 色 法 测 得 21 个 表 层 样 的 砷 含 量 范 围 为 1.00—
9.00 mg·kg−1，平均 5.24 mg·kg−1[12]；甘华阳等于 2003—2005 年在珠江口采集一批沉积物柱样，并取其顶

部 0—20  cm 的 沉 积 物 作 为 表 层 样 ， 采 用 ICP-OES 法 测 得 76 个 样 品 的 砷 含 量 范 围 为 5.54—
104.00 mg·kg−1，平均 26.36 mg·kg−1[14]；Bi 等于 2005—2008 年使用与甘华阳等[14] 同样的采样方法，获得

291 个珠江口表层沉积物样，并采用原子荧光法测得样品的砷含量范围为 1.93—39.49 mg·kg−1，平均

21.90 mg·kg−1[16]；等等，导致统计数据的可比性较差，因此，这里暂时不做更长时间尺度的详细对比

分析.
 2.4    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来源及其含量的时空变化原因探析

珠江三角洲及河口区的沉积物主要为西江、北江等珠江流域的碎屑物质经风化、剥蚀、搬运而来 [18]，
流域内的岩石类型对下游沉积物中的砷含量影响显著[31]. 唐志敏等[20] 曾在珠江三角洲平原选择了从

西、北江交汇区向现代河口方向纵列分布的 4 个站点采集沉积物岩芯（位置见图 1）并做化学分析，结

果显示，该地区的第四纪沉积物砷含量普遍小于 10.00 mg·kg−1，平均为 8.17 mg·kg−1，可将其视为该研

究区域沉积物砷的背景值，即，自然来源的砷总量. 地壳中砷的含量一般为 1.50—2.00 mg·kg−1 [32 − 33]，
与之相比，研究区域的沉积物砷背景值本身已显著高于地壳平均水平，这与西、北江上游发育有众多

富砷多金属矿床直接相关[22,34].
除去自然背景，则沉积物中剩余的砷源自人为排放. 富集系数法是分析表生环境中污染物富集程

度和受人为影响程度的有效手段 [35]，据 Sutherland[36] 和 Blaser 等 [37] 的分级方案，统计了伶仃洋表层沉

积物中砷的富集系数（EF）（表 1）. 结果显示，2010 年时砷的 EF 值介于 0.94—4.99 间，平均为 2.61，反

映沉积物中砷的富集程度及受人为影响程度以中度级为主（71.43%），其次为轻微级（25%）. 2020 年时

砷的 EF 值介于 2.17—12.73 间，平均为 6.47. 砷的 EF 值均大于 2，指示 2020 年时所有调查站点的表层

沉积物都受到了中度以上人为污染影响，其中中度级的占比约 30%，显著级的占比约 70%，人为排放量

的增加应是伶仃洋表层沉积物中的砷较 10 年前进一步富集的主因.
 
 

表 1    伶仃洋表层沉积物中砷富集系数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s of enrichment factor of arsenic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Lingding Bay
 

富集系数
Enrichment factor

富集（人为影响）程度
Enrichment （human impact） degree

占比/%
Percentage

2020年 2010年

≤1 无 0.00 3.57

1—2 轻微 0.00 25.00

2—5 中度 34.62 71.43

5—20 显著 65.38 0.00
 
 

西江和北江流域盆地内有色金属矿床的开采活动被认为是珠江流域所有河流沉积物中砷的最重

要来源[34,38 − 40]. 以西江的刁江流域为例，前人研究指出，该流域沉积物中锌、铅、镉和砷含量的 90% 以

上来源于硫化物矿床开采活动[34]. 尽管近年来环保措施逐步出台，但据 2015 年采集的珠江流域样本分

析 结 果 ， 其 时 西 江 和 北 江 表 层 沉 积 物 中 砷 的 平 均 含 量 依 然 在 30.00 mg·kg−1 左 右 ， 最 高 含 量 超 过

100.00 mg·kg−1[38 − 39]（表 2）. 北江输沙量虽然相对西江要少很多[18]，但北江沉积物重金属含量也非常高[39 − 40]，

因而其贡献也不可忽视.

除来自珠江流域的砷外，环珠江口城市群排放的废弃物也是导致河口沉积物砷污染的重要因素.

珠江口作为三角洲河网的汇，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三角洲地区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加，受

纳的近源的（相对于珠江流域盆地）生产和生活废物量也激增. 例如，环伶仃洋的广州、东莞、佛山、中

山等一度都是化工、电镀、印染等重金属污染行业的聚集地带，工业生产排放的含重金属和砷的污染

物主要经虎门、蕉门、洪奇门和横门等各口门水道进入河口区. 农业生产中含砷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

用致使土壤砷污染不断加剧[41 − 42]，据统计，改革开放后的 40 年间，珠三角地区表层土壤的砷平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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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9.20 mg·kg−1 上升到了 17.18 mg·kg−1[43]，而土壤中的砷又可通过地表径流或渗流等形式进入河口. 因
此，农业生产中含砷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也是造成水系砷污染的另外一个来源[44] .
 
 

表 2    沉积物砷含量统计表（mg·kg−1）
Table 2    Th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rsenic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and Delta（mg·kg−1）

 

样本类型
Sample type

采样时间
Sampling time

含量范围
Range

平均值
Average

样本数
Number of samples

文献
Reference

分析方法
Method

伶仃洋表层沉积物
2010 7.00—47.30 25.40 28 本研究 ICP-MS

2020 19.20—89.90 52.98 26 本研究 ICP-MS

珠江三角洲第四纪沉积物 — 1.00—45.71 8.17 171 [20] ICP-OES

西江沉积物（河池以下） 2015 11.12—107.18 34.23 68 [38] ICP-MS

西江沉积物（梧州以下） 2015 12.88—68.10 29.74 22 [39] ICP-OES

北江沉积物（韶关以下） 2015 1.44—95.80 28.39 16 [39] ICP-OES

东江沉积物（惠州以下） 2015 3.44—22.54 9.59 10 [39] ICP-OES
 
 

以上来自陆域的污染物主要经由各口门进入珠江口. 据《广东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公布的数据显

示，2002 至 2017 年间经珠江口八大口门排放入海的砷总量以 2005—2008 年最高，2009 年起大幅回

落，之后开始小幅度逐年减少，但截至 2017 年，年通量依然高于 2002 年（图 3）. 据此数据判断，近 10 年

间经八大口门进入珠江口的陆域来源的砷量虽然依然较大，但应不足以导致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的含

量增加 1 倍 . 因此推测，来自海域上的某些因素应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人类海上活动的加

剧等.
  

图 3    珠江口经八大口门携带入海的砷（吨）
数据来源：《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2001—2017）

Fig.3    Arsenic carried into the sea by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through the eight gates （tons） Data source
Bulletin of Guangdong Marine Environmental Status （2001—2017） 

 

珠江口伶仃洋是我国乃至世界沿海地区航线最密集、船舶密度最大的水域之一. 伶仃洋沿岸主要

分布有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珠海等港口，据 2022 年的《广东统计年鉴》，2000—2020 年间，这些港

口的年货物吞吐量呈直线上升趋势，其中 2020 年（107463 万吨）比 2010 年（64447 万吨）增加了近 1 倍.
此外，水上工程项目的施工活动增加，如位于伶仃洋上的大型建设项目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主要

施工期均在 2010—2020 年间. 船舶活动以及海上建设工程都可直接向水中排污，其中可能含有砷；同

时也会加剧对伶仃洋海域底泥的扰动作用，使吸附有砷的较早期沉积的颗粒物重新进入水体，经过再

悬浮—再沉降作用，成为表层沉积物中的一部分.
另外，据《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01—2021 年），珠江口水体的富营养化逐年加剧，其结

果会导致：一方面可使更多的砷等化学物质在河口区被有机质吸附截留；另一方面还可促进还原条件

的增强，这有利于沉积物中的铁、锰、铝水合氧化物和氢氧化物还原，使受之吸附的砷被释放并重新进

入上覆水体，这部分砷在向上迁移的过程中随着氧化环境的增强再次被吸附并沉淀到沉积物的表

面[9 − 10].
人类海域活动排污量的增加，以及因受扰动或者水环境变化从底泥中重新进入上覆水中的砷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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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沉降之前可随水流向远岸方向又运移一段距离，这些可能都是导致 2020 年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含

量空间分布特征较 10 年前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2.5    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污染潜在生态危害

Ei
r

Ei
r

本文使用 Hakanson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评估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污染的潜在生态危害，其结果

显示，2010 年时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的潜在生态危害系数 值为 8.74—59.12（平均 31.76），以轻微生

态危害为主；2020 年时的 值为 24.00—112.38（平均 66.22），以中等—强生态危害为主（表 3），砷污染

潜在生态危害程度较 10 年前加剧.
 
 

Ei
r表 3    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污染潜在生态危害系数 统计表

Table 3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factor of arsenic pollution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Lingding Bay
 

Ei
r

风险程度 
Risk degree

占比/%
Percentage

2020年 2010年

Ei
r< 40 轻微 15.38 82.14

Ei
r40≤ ＜80 中等 53.85 17.86

Ei
r80≤ ＜160 强 30.77 0.00

Ei
r160≤ ＜320 很强 0.00 0.00

Ei
r≥320 极强 0.00 0.00

 
 

此外还应引起关注的是，在有氧条件中砷主要以五价态存在，在缺氧环境中则更易以三价态的形

式存在，而三价砷的毒性更大[45]. 因此，珠江河口区富营养化的加剧可促进沉积物中的五价砷向三价砷

转变，从而进一步增加砷的潜在生态风险[46].

 3    结论 （Conclusion）

（1）珠江口水体砷含量在最近的 40 余年间变化甚微，平均含量均在 2.00 μg·L−1 左右，且空间上无

明显梯度变化. 这应与河口区水体对污染物有较强的稀释和自净能力有关.
（2）珠江口伶仃洋表层沉积物中的砷含量较其上覆水中的含量要高的多，且呈现了逐渐累积的特

征，2020 年的表层沉积物砷含量较 2010 年时增加了 1 倍. 初步分析认为，导致近 10 年来伶仃洋海域表

层沉积物砷进一步富集的原因主要有：①来自陆域的砷输入总量依然较大；②加剧的水上人为活动向

水域中输入了更多的含砷污染物；③人类活动的强烈扰动以及水环境变化导致了底泥中的砷释放并转

移到了表层.
（3）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最近的 10 年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总体上由

2010 年的“由近岸向远岸方向递减”发展为了 2020 年的“由近岸向外海方向递增”的特点. 导致这一变

化的主要原因包括：①人类水上活动的排污量增加，而其排放活动主要发生在离岸较远的区域；②从底

泥中释放并重新进入上覆水中的砷，在再次沉降之前随水流向远岸方向运移了一段距离.
（4）2020 年时伶仃洋表层沉积物砷污染的潜在生态危害较 10 年前进一步加剧，应予以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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